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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辛亥革命以后 , 南洋华侨民族主义随着中国本土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愈发强烈 , 这
种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中国的全面认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 随着中日矛盾的逐渐激化 ,
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 , 对中国的认同不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 而且具体表现
为对中国政府的认同。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 , 是在宗教、家乡意识上发展起来的 ,
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直接威胁到华侨的经济利益 , 也激发了南洋华侨同仇敌忾的情绪。然而 ,
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忽视了华侨在南洋社会的政治目标 , 也错过为此目标而进行
华侨社会自身的整合活动及与其他族群关系的调整 , 这是 20～30 年代以中国认同为全部内容的
华侨民族主义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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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来 , 华侨与抗日战争一直是近现代华侨史及华侨与中国关系研究的两大热点。大多数研究集中
在论述华侨如何和多大程度上为抗日战争做贡献、以及对华侨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由衷的颂扬。
本文拟就 1911～1941 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程度的变化 , 也即从萌芽于清末的华侨民族主义为何及如何升
华为爱国主义 , 探讨南洋华侨以空前绝后的牺牲精神参与祖国抗日救亡活动的原因。
一、民族、国家、政府、领袖 : 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发展
本文的民族主义 , 指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 , 表现为对民族 (Nation) 的全面忠诚
与奉献。民族主义的最终诉求是 (基于同文、同种或共同宗教、地域等) 建立民族国家 (State) 。在民族独
立和政治现代化运动中 , 民族主义一直扮演着整合国家或区域各种政治力量的角色。① 当民族与国家联结
成为一个政治性实体 , 也即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建立以后 , 经民族国家领导的有意识的努力 , 使国民与
国家建立起密切联系 , 这种联系表现为个人对国家 (政权或政府) 的全面忠诚和奉献时 , 尤其在外敌威胁
下 , 我们称之为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需要民族情感的长期培养 , 正如列宁所说的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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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upert Emerson , Paradoxes of Asian Nationalism , In R. Tilman , ed. , Man ,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New York : Praeger , 1969 , p.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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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一种最深厚感情。”② 根据对上面“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概念的厘定 , 后者实
际上是前者的延续和升华 , 萌芽于晚清时期的华侨民族主义 , 在民国后不断发展 , 到抗战时期升华为爱国
主义热潮 , 其内容都是指华侨对中国本土的认同和效忠程度的加深。
华侨社会的民族主义肇基于清朝末年 , 其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认同与忠诚 , 对
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其核心。民族主义被普遍接受是华侨积极投入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③
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民族主义 , 是中国本土民族主义发展和宣传影响下的结果 , 其民族主义的诉求 ,
几乎全指向中国本土 , 主要并非针对居住地的统治者。尽管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南洋华侨对中国的
向心力 , 中国民族主义也逐渐被华侨社会各阶层所接受 ,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前 , 这种向心力和民族
主义情感更多表现在“对自己作为中华民族成员的信心 , 而不是对中国政府具有信心”④。华侨所指望的 ,
是取代腐败的满清统治的民国政府能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富强之路 , 使海外人民有祖国的强大保护。然而 ,
先是袁世凯排挤深受南洋华侨拥护的孙中山出任民国总统 , 孙中山随后发动的“二次革命”又很快失败。
北洋政府建立以后 , 国内军阀混战 , 南洋华侨的主要家乡闽粤两省兵祸不断 , 使他们对中国政治的现状深
感失望 , 其民族主义热情受到很大挫伤。尽管在涉及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中 ,
南洋华侨仍能保持一定热情。⑤ 但参与运动的人士只是少数中下阶级 , 并不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 ⑥ 而新
马地区的反日运动也并没有得到印尼、菲律宾等地华侨的广泛响应。
1928 年 , 新马华侨为声援国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而发动的反日运动 , 是南洋华侨
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分水岭 , 或许能看作是南洋华侨从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的标志。尽管此次运动与
历次反日活动在方式上并没有很大差别 , 主要是抵制日货、筹赈款、游行示威等 , 但此次运动对南洋华侨
民族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一) 这是一次广泛而深入的运动 , 尤其是捐款献金活动深入到普通的中下
层华侨群体 , 热爱中国而不是仅仅热爱家乡的情感由此深入以闽粤籍为主的广大华侨民众中。(二) 此次运
动经过较周密的组织部署 , 建立了一个能充分动员华侨社会各阶层的集体领导机构“山东惨祸筹赈会”, 这
个机构以各社团为基础选举理事组成 , 确定了一种可以为所有方言集团所接受的理事选举比例 , ⑦ 有如抗
战爆发后成立的南侨总会的雏型。 (三) “山东惨祸筹赈会”由陈嘉庚先生发起并担任主席 , 在其领导下 ,
该会筹款成绩显著 , 不到一年时间 , 已筹到新加坡币 130 万元 , 抵制日货运动也从华商扩大到社会各个阶
层。尽管由于殖民统治者的干涉及其他原因 , 抵制日货未能长期坚持 , ⑧ 但反日意识和民族主义却由此深
植人心。这次运动奠定了此后陈嘉庚南洋华侨的领袖地位。
为赈济“济南惨案”而发动的筹赈山东运动 , 反映了各阶层华侨民族主义的表现 , 已不再局限于主要
关注于家乡局势 , 而是以民族兴亡、尤其是以反抗当时对中国最危险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目标为己任。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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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忽视过对其家乡的关怀。
九·一八事变以后 , 日本侵占东三省 , 中国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国民政府实行不抵
抗政策 , 但不少民族志士仍奋起抵抗 , 马占山、吉鸿昌、蔡廷锴等率部进行义勇军抗日、长城抗战和淞沪
抗战 , 这些抗日活动都得到南洋华侨的有力支持。除了继续进行抵制日货和游行宣传等活动外 , 南洋华侨
对这些抗日活动最主要的支持仍是捐款捐物 , 尤其是十九路军的沪淞抗战 , 华侨的捐款约 750 万元 , 主要
来自南洋华侨。①
1937 年 ,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在陈嘉庚的号召下 ,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 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1938 年 ,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电告陈嘉庚 , “已委外交部电知南洋各领馆 , 通知各属侨领派代表到新
加坡开会 , 希筹备一切。”② 在中国政府和南洋各埠侨领共同推动下 , 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
国难民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 于 1938 年 10 月正式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埠筹赈会加入南侨总会的有 80 多
个 , 下辖各地分会 1 000 多个 , 基本遍及南洋各个华侨聚居区。南侨总会的成立意味着南洋华侨在统一机
构的领导下 , 不分帮派、阶层、地域 , 万众一心地投入抗日救国洪流中。与以前反日运动不同的是 , 南洋
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不再限于筹款 , 他们或是回国直接参战 , 或以机工身份回国参加后方支前活动 , 或深
入敌占区刺探情报乃至从事暗杀、绑架等活动 , 为中国抗日持久战立下了不朽功勋。有关南洋华侨参加抗
战及他们的贡献的论著汗牛充栋 , 此不赘述。我要强调的是 , 七·七事变以后的南洋华侨 , 其参与祖国抗日
的热情与献身精神及被动员的程度 , 完全不亚于国内人民 , 其对中国的认同已与国民认同无二 , 不但认同
于民族 , 还认同于国家和国民政府 , 乃至领袖 , 这是南洋华侨空前绝后的爱国 (中国) 精神的顶峰。即使
是常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持批评态度的陈嘉庚先生 , 也力表对国民政府的拥护。
1928 年南京政府成立时 , 国内尚未统一 , 各地军阀和政治势力仍割据一方 , 陈嘉庚虽与蒋介石先生尚
未相识 , 但已决定服从中央政府。③在陈嘉庚看来 , 当年发生的“济南惨案”是因为蒋先生将兵北伐 , 日本
恐其成功 , 派兵入山东阻挠北伐军所致。④如果说在七·七事变以前 , 陈嘉庚先生还只强调要有统一的中央
政府 , 那么在中日全面开战后 , 他认为服从统一的领袖已是局势使然。他在“南侨总会”成立大会宣言中
指出 ,“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依赖之唯一政府 , 中国最高领袖 , 蒋委员长乃中国
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 , 国民政府之主张 , 即中国全国人民之主张 , 蒋委员长之意
志 , 即全国国民之意志 , 大会同人 , 集议伊始 , 用首次决议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抗战到底。”⑤尽
管陈嘉庚对国民政府在海内外的一些官员 (如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闽省主席陈仪等) 的抨击毫不留情 ,




　　辛亥革命以后 , 南洋华侨对中国的认同随着祖国的民族危机而愈发强烈 , 晚清末期萌发的民族主义情
感 , 到 30 年代末发展成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潮 , 他们前仆后继地参与祖国抗战 , 作为移民及其后裔的群
体 , 其爱国热情与全民参与程度甚至不亚于祖国人民。作为 20 世纪庞大的移民群体 , 华侨并非独特现象 ,
欧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都有庞大移民群体 , 但他们与祖国的关系似乎都不像 30 年代的华侨那样 , 狂热
认同于祖国 , 这实在是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南洋华侨民族主义以全面认同祖国为主要内容 , 其产生和发
展的基础是什么呢 ? 王赓武教授认为 ,“南洋华人之所以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意识 , 完全是由于那些事实上
生活在他们社会外的人所进行的活动 , 主要是从中国邀请出来或派遣出来的人所作的宣教工作。”⑥ 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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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意识形成的决定性作用。① 但这类观点并没有回答 , 为什么会有华校产生 , 以及为什么华族学生那
么容易因教育而自认为是“中国人”。②
我认为 , 20～30 年代的南洋华侨 , 本身就具有接受民族主义的主观意愿和现实利益基础。
1. 中华文化中的强烈的宗亲意识 　关于中华文化特质的讨论众说纷云 , 本文不拟也无法全面讨论这个
问题 , 要说明的只是中华文化中强烈的宗亲意识如何成为民族情感的基础。这种宗亲意识包括崇拜祖先、
重视家庭和宗族 , 是中华伦理观念的基础。梁漱溟谓之中国人社会组织是在家庭基础上的以伦理组构的社
会 ,“是一个大家庭而套着多层的无数小家庭 , 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 (a hierarchical system of families) 。”
伦理关系表示一种义务关系 ,“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 , 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③ 华侨的宗亲意识由
重视家庭、家族而家乡 , 甚至个人价值的体现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家族、家乡的认可 , 所谓“富贵不返乡
如锦衣夜行”的观念 , 迄今仍为很多华人、尤其是第一代华人所奉行。华侨社会依血缘、地缘、语缘而分
帮结派 , 基本上就是其宗亲观念的放大。辛亥革命前 , 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在南洋的宣传活动 , 其成功之
处也在于将华侨这种对家庭、宗族、家乡的认同引导到对中国的认同上。积极投身于祖国抗日运动的南洋
侨领陈嘉庚、李清泉、邱元荣、蚁光炎等 , 无一不是造福桑梓的热心人 , 他们在民族存亡之际奋起为国家
民族命运而抗争 , 从而成为爱国主义的模范。至于中下层华侨 , 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华侨 , 大多不熟悉
也无力从事当地的社会、政治事务 , 在当地无恒产无地位 , 其移民的目的 , 主要是为了有朝一日衣锦还乡 ,
在家国存亡之际 , 其对宗亲、家乡的关注 , 就更容易升华为对中国国家的认同。
2. 20～30 年代的移民潮导致新移民增多 　一战以后 , 南洋的经济开发出现热潮 , 与其相应的是中国东
南沿海地区向南洋的移民潮。在 1922～1939 年间 , 从厦门、汕头、香港出洋的移民就约 550 万 , ④ 主要是
前往南洋。这些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 20 年代移出 , 在 1918～1931 年间 , 仅从汕头、香港两地出境的移民 ,
就达 380 万人。⑤ 据统计 , 1931 年时 , 新马华侨中第一代者占 6818 % , ⑥ 1932 年 , 泰国第一代华侨占
45173 %。⑦ 1930 年以后 ,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 南洋经济萧条 , 华侨谋生不易 , 甚至归国者多于出国
者。据厦门、汕头、海口三口岸的华侨出入境资料显示 , 1931～1934 年华侨归国者多于出国者 3514 万。⑧
这些新移民在国外时间不长 , 家乡、故国情怀仍然强烈 , 他们受教育者较少 , 通晓当地语言或殖民者语言
的人就更少了 , 再加上当地政府对华侨法律身份、政治权力的限制和经济上的排华活动 , 华侨难以认同当
地政权而主观上希望有一个强大祖国政府来保护他们 , 也就在情理之中。
3. 南洋华侨与日商的经济利益冲突 　一战以后 , 日本迅速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与欧美资本在东南
亚经济扩张一定程度上通过与华商网络的合作来进行不同 , 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是一种由政府推动、
试图全面控制从资本投入、原料开发、产品生产、批发零售的所有环节的经济扩张 , 作为实行这种控制的
重要手段 , 日本政府还设立南洋株式会社 , 鼓励和协助大批日本人向南洋移民。日本的这种扩张方式、尤
其是以日本移民组构东南亚商贸网络的方式 , 直接威胁和削弱了南洋华侨的经济基础 , 尤其是损害作为原
料组织、产品销售中介人的华商的利益。“在马来半岛 , 日本为了推销日货 , 日商入乡与土人结拜 , 领导土
人组织合作社等等 , 全部销售日货、日方给予种种利便”⑨, 在印尼 , “日本商界的野心不止于输入日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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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爪哇 , 日本开设的商店就达 424 家。① 日商还刻意培养印度人成为日本公司的零售商 , 以减少对华商销
售网络的依赖。20 年代以后 , 日本在南洋的经济扩张成效显著。日商的经济扩张是在侵蚀、损害华商传统
经济领域下进行的 , 即使日商在南洋发展伊始与华商合作期间 , 其适机取代华商的目的也就早已确定。当
时的一些日商认为 , 华侨是“我国 (日本) 对南洋贸易的一个大癌 , 而且 (日本在南洋之贸易) 不能振作
的根源 , 也就是对华侨的错觉所产生 , 至于如何来切除这个大癌 , 为当前最主要问题”。陈嘉庚当时亦痛切
地感到日商的压力 , 他说 ,“以前 (华商经售) 的各项日用品多自日本运来 , 其后日本训练组织知识分子散
布各处 , 自行销与华侨竞争 , (华商) 受其打击甚形惨重。”② 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使南洋华侨、尤其是
华商感到切肤之痛 , 而抵制日货成为反日运动最为频繁使用的武器 , 就不仅只是配合祖国的抗日大业 , 更
重要的是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 , 与维护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以反日为中心的爱国主义 , 成为更易被
南洋华侨接受的理念。
4. 民族主义的教育与宣传 　正是由于上述南洋华侨接受民族主义的主观意愿和反日的现实利益关系 ,
民族主义的教化才能结出硕果。研究南洋华侨民族主义产生原因的论述 , 无不强调侨教、侨刊对民族主义
情感催生和煽情的作用 , 本文主要探讨民族主义的教化如何引导南洋华侨向中国的全面认同。
应当说 ,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南洋华侨的民族主义教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国民政府先后颁布约 50 项侨
民教育的政策和法规 , 规范海外侨教 , 其关键是将国内教育宗旨作为海外华侨教育的宗旨 , 要求海外侨校
的管理、备案等方式与国内学校基本相同 , 也就很大程度上使南洋华侨教育成为中国的国民教育。据 1940
年 6 月的统计 , 南洋侨校共 2 605 所 , 国民政府立案者 351 所 , 仅占 1314 %。③ 虽然立案学校在数量上占少
数 , 但这些立案的学校多属于师资、设备、经费较好的学校 (这也是能立案的条件之一) , 在南洋侨校中影
响较大。这些向国民政府立案的学校着重培养华侨的中国国民意识。和国内学校倡导三民主义教育一样 ,
“华侨教育目标也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④ 深受侨教熏陶的华侨学生 , 其认同倾向 , 自然不但指向中国 ,
而且指向以三民主义为建国理念的国民政府。
反日意识也不断地渗入民族主义教化中。自 20 年代以来 ,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步步进逼 , 华社报刊舆论
充斥反日宣传自不待言 , 侨教中也灌输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如槟城协和女子学校 , 创于 1928 年 , 其
校史曰 :“1928 年 (民国十七年) 5 月 3 日 , 日本无理出兵我国山东 , 发生济南惨案 , 消息传来 , 全马侨胞
无不义愤填胸 , 爱国情绪达最高潮 , 槟城侨胞亦风起云涌 , ⋯⋯以为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 , 创办学校培育
后代侨胞 , 实具爱国最高意义 , 于是本校 ⋯⋯创立焉”⑤。1931 年 9 月 , 国民党中执委常务会议通过的《三
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 , 关于华侨学校课程内容方面 , 强调要注意“国民移殖和民族主义之关系 , ⋯⋯
日本南侵和华侨生存的关系”, 日本方面的反应是认为国民党以抗日教育深植于华侨儿童心中。⑥因此 , 很
多侨校和报刊在民族主义教化中 , 强调对中国的认同 , 尤其是将这种认同引导到对政府的认同上。在振兴
民族的教育和宣传中 , 逐步将民族的敌人定位于日本。在这种教化下 , 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认同与反日情
绪的培养相结合 , 极大鼓动了南洋华侨参与中国抗战的热情。
综上所述 , 20～30 年代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产生 , 表现为对本土民族、
国家和政权的全面认同 , 这并不仅是外来教化宣传的结果。深植于南洋华侨内心的宗族、家乡本位观念 ,
是其爱国主义激发的基础。尤其是 20～30 年代主导南洋华侨社会第一代移民 , 他们与家乡、祖国有血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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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 20～30 年代华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几点评价
20～30 年代华侨爱国主义的表现已成为中国宣扬爱国主义传统的典范 , 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
容 , 不断激励后人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由于南洋华侨社会各阶层价值取向不一 , 其对中
国认同和参与祖国事务的热情程度也相异。同时 , 这种以对中国认同为其全部内容的爱国主义 , 是否是已
定居南洋数百年的华侨的最佳选择 ?
1. 第一代移民与中下层华侨的爱国热情更强烈 　上文已论述第一代移民和中下层华侨对家乡、祖国认
同的深厚思想基础 , 而且由于他们在侨居地是弱势群体 , 对社会不平等和压迫体会更深 , 更容易被中华民
族主义理念所动员 , 其爱国热情甚至高于富裕阶层。直接回国参战、组织机工回国服务、在南洋抵制日货
和组织“锄奸团”等活动的骨干和基本群众 , 基本属于这个阶层。即以捐款这一理应由富人作更多贡献的
领域 , 华侨劳苦大众作出的努力也不居富商之后。1928 年以后一直领导南洋筹赈工作的陈嘉庚先生对社会
各阶层捐款态度的评价应比较中肯 , 他说 :“至富侨捐出十万八万元 , 或数万元数千元者 , 只有初时认捐一
次而已 , 再后常月认捐多已袖手 , ⋯⋯至于侨生虽富 , 然末受我国文化 , 视国难为无关痛痒。总而言之 ,
南洋华侨 , 自抗战以来月月义捐不断 , 有增无减 , 非完全倚靠资本家 , 实际上如上所言 , 系由各处募捐会 ,
日日动员数千百人 , 努力劝募而得”①。虽然我们也有很多土生华人热情参与祖国抗战的事例 , 但总体而
言 , 第一代华侨对中国的认同和参与祖国抗战的热情 , 远过于第二代侨生。
2. 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 , 促成南洋华侨某种程度的统一 　这种统一可在两个
层面上理解。第一是这种中国认同的一致性 , 不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 而且是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民国
建立以后 , 北洋政府和华侨的主要故乡闽粤二省冲突不断 , 其投射在华侨社会的影响 , 是认同何种中国政
治势力的分歧。尽管大部分华侨仍衷情于其南方家乡 , 但以北洋政府为代表的民国政府仍对华侨社会保持
相当影响力。中国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 , 国内政权统一 , 一致对外 , 解决了华侨社会对政权认同的
困惑。既然华侨民族主义的实质是对中国的认同 , 对认同对象的一致性也就大大减少南洋社会各种派别之
间的争斗 , 也就可以在如何发展这种认同的基础上一致行动。第二是南洋华侨社会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 ,
尤其是与抗战相关的事务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代言人 , 在这个意义上 , 可以说由于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一
致性 , 第一次使华侨社会产生了各派可接受的领袖人物陈嘉庚先生。南洋华侨社会历来帮派林立 , 各政治、
经济势力与方言集团之间沟壑甚深。陈嘉庚能成为领袖人物 , 与其个人人格力量 (如倾资办学、热心公共
事务等) 及政治才能甚有关系。如陈嘉庚在筹赈山东运动中 , 利用富商俱乐部怡和轩而非其政治基地福建
会馆来发起这次活动 , 发起赈济山东惨案会议的 101 个社团中 , 也不包括福建会馆 , 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
会理事会选举中的代表比例 , 确定为一种可以为所有方言集团所接受的集团分配方案。② 这就避免其他方
言集团 (如潮州、广东、客家) 对陈嘉庚领导的强有力的福建方言集团的畏惧 , 从而利用为祖国筹赈机会
在不同方言集团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 也营造了自己为其他帮派所接受的氛围。然而 , 陈嘉庚被接受的更深
层原因 , 是当南洋华侨社会的中国认同发展到必须以一致的行动才能有效地效忠于中国时 , 接受一个统一
的协调人也就呼之欲出了。但陈嘉庚作为领袖 , 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协调与中国相关的事务上 , 尤其在筹赈
和反日活动事务上。虽然南洋华侨社会本身的组织程度仍很低 , 但无论如何 , 陈嘉庚领导下的援助中国抗
战运动 , 暂时缓和了当时南洋华侨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 , 如人民与私会党的矛盾、国共两党的组
织和意识形态冲突、国民党左右两派斗争、华社帮派争斗等。③
3. 20～30 年代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对华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如上所述 , 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
使千百万南洋华侨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全面认同中国 , 进而为祖国的抗战前仆后继 ,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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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群体 , 其民族主义诉求与资源几乎仅用来表达对中国的认同 , 却缺乏以民族主义意识整合各自为政的
帮派 , 为华侨在南洋的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权益而团结奋斗。也就是说 , 固然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
令人感动 , 但这种以对中国本土全面认同的民族主义 , 对于一个最终要长期扎根于当地的群体而言是不全
面的 , 其民族主义诉求 , 也应当主要用来创造和维护在当地生存、发展的条件。诚然 ,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
发时 , 南洋华侨高举爱国 (中国) 主义旗帜也与维护本身的利益密切相关 , 但晚清以来华侨民族主义的发
展 , 其目标似乎主要用来加强华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认同 , 却加深华侨与土著群体的隔阂 , 也更
激起当地殖民政权的忌讳 , 这势必削弱本身与当地社会整合的意念与努力。二战后南洋民族国家建立时 ,
华侨与土著的成见较深 , 原因之一正是这种局限性使然。很多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的困难 , 除了当地政权设
置的障碍外 , 部分原因也是受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结束语
辛亥革命以后 , 南洋华侨民族主义随着中国本土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愈发强烈 , 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是
对中国的全面认同。随着中日矛盾的逐渐激化 , 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 , 对中国的认同不但是
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 而且具体表现为对中国政府的认同。南洋华侨、尤其是第一代华侨的这种以中国认
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 , 是在宗族、家乡意识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直接威胁到华侨的经济
利益 , 也激发了南洋华侨同仇敌忾的情绪 , 又由于 20 年代以来侨教和宣传极力灌输民族主义意识 , 在中日
对抗加剧时 , 以山东筹赈大会为契机 , 广大南洋华侨终于聚集在爱国主义旗下 , 在其领袖陈嘉庚的率领下
积极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活动中。然而 , 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忽视了华侨在南洋社会的政治目
标 , 也错过为此目标而进行华侨社会自身的整合活动及与其他族群关系的调整 , 这是 20～30 年代以中国认
同为全部内容的华侨民族主义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 　赵洪艳)
From Nationalism to Patriotism : the Change of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 1910s to 1940s
ZHUANG Guo2tu
Abstract : Since Chinaπs 1911 Revolution , nationalism among overseas Chinese was getting stronger when
China was bullied by imperialism. After Nanjing Republic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 and the China -
Japan conflict became acute , the nationalism of overseas Chinese rose to patriotism and made the overseas
Chinese deeply involved into the Anti2Japanese War in China. The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ies are not on2
ly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untry , but also with the Nanjing Government and its leader. Based on
the lineage and hometown link , the nationalism of overseas Chinese was stimulated by the Japanese ex2
pansion into Southeast Asia , which directly threatened th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ic network. However ,
Chinese nationalism , which showed its all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a , neglected its political goal in South2
east Asia and the relations with the indigenous , which is the limitation of the overseas patri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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